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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文的金融制裁专指单边金融制裁,即由金融霸权国利用本国的不对称金融权力发起的,通过冻结资产、禁止金融

交易、限制投融资、列入制裁名单、要求第三方制裁等手段,迫使被制裁国家妥协或限制被制裁国家发展,以维护本国金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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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非对称性金融制裁反制理论及中美金融脱钩应对

邵 辉 沈 伟*

内容提要:金融制裁反制措施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基于金融制裁系统内部的反制措施,属于对

称性的被动反制;另一种是超越金融制裁的系统外部反制措施,属于非对称性的主动反制。由于

金融制裁具有不对称性,被动反制往往事倍功半,仅能起到部分宣示或威慑功能,实际实施效果

不及于制裁措施本身。面对实力完全不对等的金融霸权国,处于弱势方的被制裁国并非毫无出

路,破局的关键在于构建非对称性反制体系。通过非对称性反制化被动为主动,利用金融制度和

金融科技创新等具有非对称性的创新实践,跳出金融制裁系统自我封闭运作的自循环逻辑,树立

“主体间性”对话的金融主体意识和金融竞争式合作而非合作式对抗的反制目标,通过制度型反

制措施创新完善金融开放的基础性制度,通过物理型反制措施创新助推人民币国际化,通过话语

型反制措施创新构建全球金融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倒逼金融制裁的 “长臂”向内收缩,在一

定程度上化解金融制裁与金融脱钩的现实威胁。
关键词:金融制裁 反制措施 不对称性 非对称反制

一、引 言

美国一向将金融制裁视为维护本国经济安全利益的核心金融权力 (financialpower)工

具,〔1〕并频繁依据国内法对他国实施经济制裁和单边金融制裁。〔2〕2018年初开始的中美贸易战

·241·



邵 辉 沈 伟:“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非对称性金融制裁反制理论及中美金融脱钩应对

正在向金融战扩展。美国开始讨论对中国企业和个人实施金融制裁。〔3〕这严重损害了他国主权

和国际法治的运行环境,影响到了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如何有效应对美国单边金融制裁,防范

和化解其对被制裁国家、企业和个人的现实威胁,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影响金融安全的重要理论

与实践问题。

目前,国内外关于金融制裁的应对方案研究,主要是针对金融制裁的不同层次及存在基础,

在本国对应层面提出具有对称性的反制措施,形成了 “存在基础—对称性反制”的研究框架。具

体而言,存在着三种不同类型的研究进路及对应的反制措施:〔4〕一是 “制度基础—金融制裁”

研究进路,针对金融制裁的国内法律制度基础,主张被制裁国实施制度型的反制措施;〔5〕二是

“权力基础—金融制裁”研究进路,聚焦于批判和揭示金融制裁的霸权本质和单边色彩,主张被

制裁国通过舆论型反制措施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反对金融制裁;〔6〕三是 “实体基础—金融制裁”

研究进路,〔7〕从金融制裁的运行实际出发,主张被制裁国积极构建物理型的反制措施,最好另

起炉灶,搭建独立于美元体系的支付清算体系。

从金融制裁的多层次存在基础出发研究金融制裁的反制措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较强的

针对性。〔8〕但 “存在基础—对称性反制”的研究范式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该范式的关注焦

点在于金融制裁的存在基础,所提出的对策只能是根据金融制裁的制度基础、权力基础、实体基

础等被动地制定本国应对方案,忽视了金融制裁的不对称性特征以及被制裁国主动利用本国金融

市场的实际情况形成不对称反制的可能。对称性反制措施的实践后果表明,无论是上述制度型反

制措施、舆论型反制措施,还是直接触及金融制裁本质的物理型反制措施,其实际实施效力和效

果都不及于金融制裁措施本身,这是由金融制裁国和被制裁国所处的资金链和彼此的金融实力所

决定的。

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单边金融制裁的本质属性—不对称性出发,在明确金融制裁具有不对称

典型特征的前提下,反思 “存在基础—反制措施”研究框架的现实局限性,并结合中国金融发展

实际,尝试利用金融创新所具有的相对对称性,以非对称性反制应对金融制裁,将金融制裁反制

措施的关注焦点从制裁发起国的金融制裁转移到被制裁国的金融创新,以 “核心特征 (不对称

性)—反制措施”思路,构建超越金融制裁话语体系的非对称反制措施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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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2020年8月7日以所谓 “破坏香港自治”为由,宣布制裁11名中国中央政府部门和香

港特区官员,即为其利用金融霸权干涉金融机构正常业务的典型表现。
SeeZiaeeS.Yaser,JurisdictionalCountermeasuresVersusExtraterritorialityinInternationalLaw,4 (4)Russian

LawJournal,27 28(2016).
SeeHarryL.Clark,DealingwithU.S.ExtraterritorialSanctionsandForeignCountermeasures,20 (1)TheUni-

versityofPennsylvaniaJournalofInternationalLaw,UniversityofPennsylvania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Law,
81 97(1999).

SeeTonyaL.Putnam,Courtswithoutborders?ThepoliticsandlawofUnitedStatesextraterritorialregulation,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6,pp.21 23.

SeeJoshuaP.Zoffer,TheDollarandtheUnitedStates’ExorbitantPowertoSanction,113AJILUnbound,152
156(2019).

霍夫鲍尔基于美国20世纪200个经济制裁案例数据,提出了更有效运用经济制裁的 “七条戒律”:不要好高骛远、
朋友比对手更易支配、远离独裁政府、迅速直击优于迂回向前、更多不等于更好、对症下药、坚持适度原则。参见 〔美〕加

利·克莱德·霍夫鲍尔等:《反思经济制裁》,杜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90 207页。这为立足于多层次存在基

础研究金融制裁的反制措施提供了明确的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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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对称性:金融制裁的典型特征

(一)金融制裁不对称性的权力基础

美国发动的金融制裁具有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主要源于美国的全球金融中心地位、美元

的世界中心货币地位、美元清算交易体系的重要应用以及垄断地位,以及美国和美国主要金融机

构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的金融监管措施。〔9〕

1.美元的世界中心货币地位是不对称金融制裁的权力基础

当前,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进的金融制裁所具备的核心特征是不对称性。〔10〕国家间货币权

力事实上的不平等是造成金融制裁不对称特征的政治和经济根源。国际社会中的权力资源在国家

间复合相互依赖条件下,显示出难以衡量的非对称相互依赖特征。〔11〕“近20年中,美国通过经

济不对称获得的权力能够产生显著影响力的范围扩大了15%,通过市场和产品不对称依赖产生的

权力的强度也有显著的提升。”〔12〕而且,在非对称相互依赖的权力格局中,拥有垄断性权力的全

球性超级大国,往往能够通过一定的机制设计将其所享有的权力资源转化为影响另一国家决策结

果的有效权力手段。

在国际金融领域,这种非对称相互依赖趋势和不对称权力手段更加显著,中心货币国家与外

围货币国家之间金融权力的不对称性比任何其他领域都更为明显。一般而言,在贸易领域的制裁

和反制裁具有一定的对称性,尽管这种对称性随着国别与出口量而不同。但是,中心货币国家享

有金融支配性话语权和绝对货币权力,非中心货币国家面对中心货币国家基于本国金融特权发动

的金融制裁时,几乎没有相对应的反制能力。

国际货币体系从商品货币向信用货币、法定货币演进的过程,赋予了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国

家更强的金融权力和更方便实施的金融制裁措施和手段。〔13〕尤其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

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原有均势被打破,“作为全球的霸权货币,美元既不受国际制度的约束,也不

受其他国际货币的制衡,这就使得美国可以通过美元独大的国际货币地位对其他国家进行财富

‘掠夺’和政治 ‘胁迫’”〔14〕。“在1990年之后,为了对付非国家形式的恐怖主义实体,作为经

济制裁的主要内容,金融制裁已经开始成为美国利用不对称美元权力实施非对称打击的最重要

工具。”〔15〕

由于全球经济体系中始终存在着中心与边缘的帝国秩序,〔16〕美元的中心货币地位在国际货

币多元化发展趋势下并未受到实质影响。“从一个以美元为国际主导货币的世界转向一个现在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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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1〕,JuanCarlosZarate书,第420页。
参见徐以升、马鑫:《金融制裁:美国新型全球不对称权力》,中国经济出版社2015年版,第71页。
参见 〔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6页。
冯维江:《美国全球权力的分布与消长:不对称依赖视角》,载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第90页。
参见前引 〔10〕,徐以升、马鑫书,第71页。
李巍:《制衡美元的政治基础:经济崛起国应对美国货币霸权》,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5期,第97页。
前引 〔10〕,徐以升、马鑫书,第152页。
参见强世功:《帝国的司法长臂———美国经济霸权的法律支撑》,载 《文化纵横》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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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同其他货币分享这一角色的世界,其对美国追求地缘政治目标的能力的影响是相当有限

的。”〔17〕而且从实践来看,“在过去20—30年间,得益于全球化要素流通和国际金融一体化,金

融制裁取得日益显著的成效,并逐步成为重要的经济制裁方式”〔18〕,国际货币多元化趋势目前很

难从根本上动摇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也难以弱化美国金融制裁政策的实际功效。

2.美国在金融领域的霸权地位是不对称金融制裁的现实支撑

非对称性国际货币权力格局赋予了制裁国实施不对称金融制裁的强制性权威,美国在金融领

域的霸权地位则为不对称金融制裁提供了重要的现实物理支撑。目前的国际货币结算网络和支付

系统均以美元为中心,美元是国际交易中报价、支付和清算的主要货币。美国事实上控制了以美

元为核心的国际支付清算基础设施,即环球银行间金融电讯协会 (SocietyforWorldwide

InterbankFinancialTelecommunications,SWIFT)〔19〕和 纽 约 清 算 所 银 行 同 业 支 付 系 统

(CleaningHouseInterbankPaymentSystem,CHIPS)。〔20〕两者承担了95%以上的银行同业美

元支付清算与90%以上的外汇交易结算。SWIFT为全球金融机构提供支付结算信息传输服

务,〔21〕切断SWIFT系统就意味着中断所有外汇交易业务。同时,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

比在60%以上,在全球资金交易中的占比达到90%,许多国家的货币都与美元挂钩,利率政策

和利率产品市场随美联储的利率政策波动而波动。这使得美国可以有效地发动金融制裁,同时又

可以绕开主要国际组织和国际法的约束。

美国对其他国家的金融制裁通常会取得直接效果。比如,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后,伊朗

的银行受到美国制裁的严重打击。美国在近几年加大了对伊朗的金融制裁,切断了伊朗的资金来

源,导致伊朗银行和国际金融界的隔绝。由于伊朗经济结构单一,高度依赖石油出口,美国的金

融制裁起到了效果。

中美两国事实上存在着微妙的金融均衡态势。中国在美国的资产规模过大,容易受到美国金

融制裁和金融讹诈政策的绑架。中国的储备资产占对外金融资产的40%,储备资产中美元资产占

比为51%,美元资产债占比为38%。目前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价值约为1.8万亿美元。中国银

行业对外金融资产中的美元资产占比达到70%左右,造成了非常大的风险敞口。

中国在国际交易体系中又高度依赖于以美元为中心的支付运转系统。因此,我们需要推动更

大范围和规模的人民币跨境支付和清算安排,与更多国家建立本币结算机制,并且与全球产业链

和金融服务供应链相互连接。中国初步建立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仍然无法绕开SWIFT,而是

依赖于SWIFT进行跨境支付的报文传送服务,凡是与美元进行交易的最终清算环节仍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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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8〕
〔19〕

〔20〕

〔21〕

〔美〕巴里·埃森格林:《嚣张的特权:美元的兴衰和货币的未来》,陈召强译,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218页。
郑联盛:《美国金融制裁:框架、清单、模式与影响》,载 《国际经济评论》2020年第3期,第124页。
环球银行间金融电讯协会是一个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国际银行间非盈利性国际合作组织,其网站为https://www.

swift.com/。
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是一个由纽约清算所协会 (NYCHA)运营的主要进行跨国美元交易的清算系统,是

全球较大的私营支付清算系统之一,其网站为https://www.theclearinghouse.org/payment-systems/chips。
欧盟在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朗核协议之后,为了继续与伊朗保持贸易往来,避免美国制裁,打造了INSTEX支付系统

(https://www.managementstudyguide.com/instex-payment-system.htm),以此绕开美国主导的SWIFT系统。中国也开发了以

人民币为主要支付手段的CIPS跨境支付系统,但是在规模上小于SWIFT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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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也可以对全球其他交易信息系统进行监控。

美国的长臂管辖还可以触及许多中国金融机构的活动。比如,任何一家外国公司,只要用美

元计价并签订合同,或者通过设在美国的服务器收发、存储邮件,就会落入长臂管辖的范围。任

何在美国设有分行并营业的外国银行,美国法院都有管辖权。根据最低限度联系原则,只要被告

在某中资银行开户,作为协助执行的第三方,中资银行就会卷入诉讼。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通过之后,美国正在酝酿金融制裁措施,

实现港币和美元汇率的脱钩,限制港元兑换美元。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和中国银行每发行7.8元

港币,就要向香港金管局缴纳1美元作为保证。因此,港币本质上是美元代金券,而不是主权货

币。香港放弃了港币的铸币税和独立货币政策,联系汇率制度保证了港币的稳定和有限汇率波

动,确保了香港金融体系的稳定和金融中心地位。因此,如果美国禁止美国银行提供对港币的兑

换业务,就会对港币的信用乃至香港的经济造成致命打击。

中国的国有银行需要制定紧急应急方案,在美国通过国内立法制裁中国的银行时,应对美元

被切断或无法进行美元清算的可能性。〔22〕

(二)金融制裁不对称性对被制裁国家反制措施的影响

“法律是在权力关系这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23〕美国金融制裁在法律层面表现为

制裁启动主体的单边性。尽管受到单边经济制裁的国家或地区可以依照国际法的基本原则采取反

制措施。〔24〕但是,金融制裁的不对称性仍深刻地影响并且决定着被制裁国家是否采取反制措施

以及采取何种反制措施。

1.被制裁国反制措施不存在同等报复的可能性

在当今的全球体系里,只有美国有能力发动比较彻底的金融制裁,其他任何国家包括发达国

家都没有能力发动完全的金融制裁。〔25〕与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领域面对他国制裁时的可报复性

不同,金融领域的被制裁国面对美国的单边金融制裁不存在同等报复的可能性。主要原因有

二:一是美元处于全球资金链的顶端,美元基于美国的综合实力而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优势地

位难以撼动。同时,美国金融制裁的方式也在不断地进行创新,尤其是以次级制裁 (secondary
sanctions)的方式,针对非美国实体的外国金融机构,通过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系统影响力

让海外第三方金融机构屈服于美国的法律管辖,从而提高美国金融制裁的实际效果。〔26〕

二是被制裁国限于自身实力的有限性和国内金融法的天然属地性,无法采取类似国际贸易领

域的同等或对等反报复措施。例如:“在国际贸易领域,美国专门针对中国采取的单边行为,既

违反了WTO多边贸易规则,也违反了一般国际法规则,中国有权在 WTO体制之下进行投诉以

解决国际争端,同时,也有权选择采取对抗措施进行直接反击,而无须承担国际责任。”〔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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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
〔24〕
〔25〕
〔26〕
〔27〕

美国参众两院通过法案称要制裁破坏香港特区自治的中国官员和其他人员,以及与之有业务往来的银行。其中一项

制裁措施是,阻止一家银行通过美国的机构进行一些美元交易清算。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客户可能突然失去流动性。
〔美〕M.E.泰格、M.R.利维:《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纪琨译,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291页。
参见张虎:《美国单边经济制裁的法理检视及应对》,载 《政法论丛》2020年第2期。
参见前引 〔10〕,徐以升、马鑫书,第71页。
参见前引 〔18〕,郑联盛文,第136页。
李居迁:《贸易报复的特殊与一般———中美贸易战中的反制措施》,载 《经贸法律评论》2019年第1期,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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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制裁的不对称性决定了被制裁国反制措施不存在同等报复的可能性,这一判断应该成为

制定金融制裁反制措施的基本共识。有学者认为中国 “可以对美国做出同等程度和效果的金融制

裁行为”〔28〕。但至少在人民币完全国际化并成为世界货币之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使用率超过

SWIFT系统之前,这一观点在理论和实践上是很难成立的。结合中国当下金融市场和金融业的

发展实际,“中国目前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实力较为有限,还不足以有效利用金融制裁措施”〔29〕,

更无力打破美国单边金融制裁的不对称性特征。

2.被制裁国反制措施难以主张金融制裁具有国际不法性

国际法主体行为或者国家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可以分为国内法合法性与国际法合法性两个层

次。首先,美国针对被制裁国实施的单边金融制裁,其主要依据为美国国内法,具有相应的国

内法依据。“从20世纪初期开始,美国金融制裁行为不断深化,逐步构建了一个以 《联合国宪

章》为名义上的国际法律支撑,以美国国内成文法、总统决议及财政部等部门规章为核心支

撑,以州政府法规等为补充支撑的金融制裁法律体系。”〔30〕例如,美国能以国家安全受到威胁

为由,根据美国2001年 《爱国者法》(UnitingandStrengtheningAmericabyProvidingAppro-

priateToolsRequiredtoInterceptandObstructTerrorismAct,简称USAPATRIOTACT),动

用 《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国家紧急状态法》《国防授权法》以及发布总统行政命令等手段,〔31〕

对外国企业或者个人进行制裁,采取包括罚款、冻结资产以及切断其与美国金融系统的交易等

在内的措施。

其次,“国际法并未一般性禁止单边金融制裁,既没有任何成文的国际性文件明确禁止单边

金融制裁,也尚未形成禁止单边金融制裁的国际习惯法”〔32〕,“在 《联合国宪章》和 《国际法原

则宣言》这两个重要的国际法文件中,也只是明确了武力强制为不允,而并未禁止经济性的强

制。”〔33〕国际金融领域缺乏明确约束行为主体的多边制度规范,仅仅依据国际金融软法难以认定

美国单边金融制裁行为违反了国际法上的国际义务,具有国际不法性,因此很难确定美国所实施

的单边金融制裁需要承担必要的国际法律责任。不过也有学者从管辖权以及条约义务角度认为,

“美国单边金融制裁中违反国际管辖原则以及违反美国在 《服务贸易总协定》中具体承诺的行为,

不具有国际法上的合法性”〔34〕,但是这是否足以认定美国金融制裁构成 《国家责任条文草案》第

1条规定的国际不法行为,仍需要进一步深入论证。

3.被制裁国反制措施无法在短时间内消减制裁措施的不利影响

反制美国金融制裁较为彻底的方案是有效应对美元霸权。从理论上看,主要存在四种路径:

“缔造世界货币来替代美元;建立国际货币制度来约束美元;重新启用实物货币 (特别是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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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2〕,刘瑛、黎萌文,第172页。
张辉:《论中国对外经济制裁法律制度的构建———不可靠实体清单引发的思考》,载 《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5期,

第151页。
前引 〔18〕,郑联盛文,第126页。
参见陈宇曈、成戈威:《美国金融制裁的法律分析与风险防范》,载 《金融监管研究》2017年第1期。
前引 〔2〕,刘瑛、黎萌文,第164页。
葛淼:《美国单边金融制裁的国际法性质与应对》,载 《上海金融》2018年第10期,第56页。
前引 〔2〕,刘瑛、黎萌文,第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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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削弱美元;培育竞争货币来制衡美元。”〔35〕但是,上述四种路径无一不需要经历漫长的历史过

程,均难以在短时间内迅即实现。被制裁国家基于该理论模型被迫启动的反制措施不仅顾虑重

重,而且需要承担较大的代价和较长的时间成本,“要比规制贸易制裁难度相对更大、成本更高

且效用更低”〔36〕。

首先,被制裁国采取反制措施时,最大的担忧可能是被动陷入金融封锁的困境,导致短期流

动性枯竭和融资成本迅速上升。因为在以美元为基础的金融全球化过程中,一国的政府、企业和

个人如果被刻意地孤立在全球金融体系之外,成为无法加入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 “金

融孤岛”,则该国的政府、企业和个人在以美国主导的金融资本社会里,就意味着被切断了获得

资本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权利和能力。

其次,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影响和作用极其深远。即使被制裁国建立新的货币结算体

系,亦非一朝一夕所能够完成,即使能够成型,也未必能够达到美元结算支付体系的规模。这意

味着被制裁国难以在短时间内突破金融制裁措施中对使用美元和进入美国金融市场的诸多限

制。〔37〕而且,美国发动的单边金融制裁正向金融霸权与政治霸权,乃至军事霸权联动发展,“平

衡使用金融制裁、军事力量、外交介入等多种工具,以提高金融制裁的效率和效力”〔38〕,“有效

避免了制裁双方政府间的长时期直接全面对抗,使制裁方受到目标方反制的力量较弱,成本支出

偏小”〔39〕,使金融制裁更易于达到美国的对外政策目标,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

最后,被制裁国的反制措施实际效果往往不及制裁本身,无法在短时间内对冲和克服制裁措

施的不利影响。从美国对伊朗的金融制裁实际效果来看,“金融制裁阻碍伊朗石油出口,恶化了

伊朗国内的投资和消费环境,破坏了伊朗的贸易关系和条件,不仅导致伊朗GDP总额和增长率

下降,同时加剧伊朗经济的波动性”〔40〕。伊朗尽管采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但至今仍未摆脱金融

制裁的经济影响,相反,所受的制裁效果不断显现。作为金融制裁反制措施的典范,“欧盟曾成

功反制美国次级制裁,但因其在对伊朗制裁问题上与美国的利益趋同,一度易帜支持美国的次级

制裁,导致现阶段缺乏反制美国次级制裁的有效手段”〔41〕。和美国经济总量接近的欧盟都如此,

更不用说其他比美国弱小的单个国家了。

三、金融制裁对称性反制措施的类型化分析

面对美国近年来频繁而高效的金融制裁,被制裁国如何较好地应对,成为亟需深入研究的重

要问题。目前,国内学者关于金融制裁反制措施的研究主要遵循 “存在基础—对称性反制”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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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14〕,李巍文,第103页。
刘威:《美式金融制裁的实施体系、功效评价与可能趋势》,载 《当代美国评论》2020年第1期,第111页。
参见殷明明:《美国金融制裁的影响及应对》,载 《开放导报》2020年第3期。
马雪:《美国对俄罗斯金融制裁的效力、困境及趋势》,载 《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4期,第39页。
前引 〔36〕,刘威文,第111页。
姜薇、陶士贵:《金融制裁对目标国经济的影响———来自合成控制法下伊朗的证据》,载 《金融论坛》2020年第2

期,第20页。
杨永红:《次级制裁及其反制———由美国次级制裁的立法与实践展开》,载 《法商研究》2019年第3期,第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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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范式,根据金融制裁存在基础的不同层次,相应地构建具有显著对称性的反制措施,概括来

看,这些反制措施可以分为制度型反制措施、〔42〕物理型反制措施 〔43〕以及话语型反制措施 〔44〕三

种类型。
(一)制度型反制措施

美国维持全球金融霸权的政治战通过 “意识形态问题经济化”的方式,以经济战和经济制裁

的形式表现出来,而 “经济制裁的战争又通过法律战的方式展现出来”〔45〕。所以,从法律制度层

面系统研究金融制裁的反制措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政策意义。而 “法律在任何社会中皆非

是价值中立的,皆是政治社会紧密结构的组成部分”〔46〕,美国利用国内法作为其实施单边金融制

裁的制度基础,将国内法转化为维护金融霸权的重要工具,用国内法治来掩饰金融制裁与资本掠

夺之间的关系,进而为金融制裁这种更高程度的 “不平等的新帝国主义世界秩序赋予了正当性与

合法性”〔47〕。

但是,“法律意识形态具有二重性”〔48〕,也就是说,法律作为一种阶级意识形态既具有保守

反动性,亦具有民主进步性,法律不仅是霸权者用来掩饰掠夺与压迫的意识形态工具和正当化理

由,也是弱势方和反对者抵御掠夺与压迫的重要武器。在金融制裁反制措施的具体语境中,法律

制度亦可以转化为被制裁国家反抗与抵御金融制裁的重要制度武器,“在立法、司法和行政层面

形成组合拳,为我国依法采取有效反制措施提供法律依据和制度基础,逐步实现从被动应付到主

动预防的转变”〔49〕。

1.立法型反制措施

(1)构建可域外适用的金融制裁法律体系

由于金融制裁具有导向精准、相对成本低、相对效力强等政策工具优势,有研究认为中国应

加快建立包含金融制裁与反制裁在内的更丰富的对外政策工具箱。〔50〕更有学者提出建立中国的

金融制裁法律和被制裁实体清单制度,制度内容则主要以原则性的宣示条款为主,以实现在法律

层面明确中国对外国金融制裁的基本立场,以及针对金融制裁的制度化预警机制和反制机制。〔51〕

不过,该方案还存在诸多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 “目前我国并不存在关于对外经济

制裁的整体性制度安排,特别是缺乏基础性立法”〔52〕,制定中国金融制裁法律缺乏必要的法律支

撑;二是受制于金融制裁的不对称性,在制定金融制裁法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问题上还需要进一

步论证;三是金融制裁法律的域外适用问题。上述三个问题中,亟需在理论上明晰的是金融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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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肖永平:《“长臂管辖权”的法理分析与对策研究》,载 《中国法学》2019年第6期。
参见石佳友、刘连炻:《美国扩大美元交易域外管辖对中国的挑战及其应对》,载 《上海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参见黄风:《金融制裁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99 101页。
前引 〔16〕,强世功文,第93页。
魏磊杰:《全球化时代的法律帝国主义与 “法治”话语霸权》,载 《环球法律评论》2013年第5期,第93页。
前引 〔46〕,魏磊杰文,第102页。
前引 〔23〕,M.E.泰格、M.R.利维书,第336页。
前引 〔42〕,肖永平文,第59页。
参见张颖、刘晓星、柴璐鉴: 《金融制裁传导机制及其有效性———基于全球金融制裁数据的实证分析 (1945—

2017)》,载 《金融论坛》2020年第1期。
参见前引 〔2〕,刘瑛、黎萌文,第174页。
前引 〔29〕,张辉文,第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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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域外适用问题。

一般认为,“国内法域外适用指的是国家将具有域外效力的法律适用于其管辖领域之外的人、

物和行为的过程。”〔53〕构建可域外适用的金融制裁法律体系,就是要明确规定具有域外效力的金

融制裁法律条款对本国管辖范围之外的规定事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目前,有学者认为,“赋予国

内法域外效力并适度进行国内法域外适用,不仅能够保护本国公民和企业的利益,也能够为国际

秩序和国际法的发展提供契机”〔54〕,故 “建议我国修订 《证券法》在域外效力方面的规定,通过

赋予其适度的域外管辖权,在保护投资者利益、维护证券市场秩序与尊重他国的主权之间,寻求

适当平衡”〔55〕;也有学者建议增设 《证券法》域外效力条款,“其具体设计可保留现行的无域外

效力推定,以行为地点作为判别管辖权的原则,同时辅以结果标准,允许中国法院对某些发生于

境外但对境内有直接影响的证券行为进行管辖”〔56〕。这种具有域外效力的金融制裁域外适用法律

条款,虽然希望 “通过自身强有力的国内法域外适用法律体系,与采取滥用措施的国家形成制

衡”〔57〕,但从本质来看,该类条款并不是实质意义上的域外管辖权条款,只是一种对外关系层面

的政策宣示和法律威慑,其具体效力如何还需要进一步观察金融制裁法律域外适用的实践。
(2)制定金融制裁阻断法律制度

阻断法律属于冲突法的一种,是在出现管辖冲突的情况下,禁止在本国管辖范围内适用外国

具有域外效力之法律并消除其影响的一类国内法的统称。〔58〕当美国金融制裁无法避免时,可以

通过国内金融安全立法的形式,“拒绝承认与执行以美国金融制裁相关法令为依据而做出的外国

判决和行政行为”〔59〕。欧盟、日本、加拿大、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已经分别制定了阻断法,“它
们均在次级制裁的非法性上表明了立场,也为本国个人和实体拒绝美国次级制裁提供了法律依

据,更可以结合其他措施共同反制美国次级制裁”〔60〕,给被制裁国的企业和金融机构提供了一种

缓冲机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美国金融制裁不可预见性和随意选择性的损害程度”〔61〕。

不过,实践表明,阻断法律虽然试图通过宣示他国金融制裁措施非法性的方式,排斥他国金

融制裁的域外管辖效力,但是并没有能够成功阻断美国金融制裁的域外适用,也无法完全有效应

对金融制裁的域外管辖风险。在受制于金融制裁的不对称性以及美元的世界中心货币地位前提

下,阻断法律很难真正起到理想的反制作用。“综合考虑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及实际国情等因素,

现阶段应谨慎制定针对美国次级制裁的阻断法”〔62〕,“避免将中国企业和个人陷入两难境地,也

避免阻却立法执行效果不佳”〔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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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诗评:《国内法域外适用及其应对———以美国法域外适用措施为例》,载 《环球法律评论》2019年第3期,第

168页。
廖诗评:《中国法域外适用法律体系:现状、问题与完善》,载 《中国法学》2019年第6期,第20页。
前引 〔42〕,肖永平文,第60页。
石佳友:《我国证券法的域外效力研究》,载 《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第129页。
前引 〔53〕,廖诗评文,第178页。
参见叶研:《欧盟 <阻断法案>述评与启示》,载 《太平洋学报》2020年第3期。
前引 〔2〕,刘瑛、黎萌文,第175页。
前引 〔41〕,杨永红文,第176页。
前引 〔18〕,郑联盛文,第142页。
霍政欣:《国内法的域外效力:美国机制、学理解构与中国路径》,载 《政法论坛》2020年第2期,第187页。
李庆明:《论美国域外管辖:概念、实践及中国因应》,载 《国际法研究》2019年第3期,第21 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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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执法型反制措施

执法型反制措施主要是指国内行政机关通过适当行使自由裁量权,依据具有域外效力的法律

条款,在执法过程中进行中国金融制裁法律的域外适用,以维护本国受制裁的企业和个人的合法

权益。在立法型反制措施短时间内无法迅速实施的情况下,“我国行政机关应树立大国行政执法

观,在实践中通过适当行使自由裁量权,合理解释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妥当厘定其域外效力,

增强中国法域外适用效力的实效性和威慑力”〔64〕。

在具体的执法主体层面,可以 “成立专门机构统一协调国内各部门应对美国滥用 ‘长臂管

辖’的措施,对内统一收集信息、发布政策、审核授权、提供指引;对外协调磋商、谈判和反制

方法”〔65〕。具体则 “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主要行政监管机构,依据 《反恐怖主义法》关于涉恐金融

制裁的规定,以金融机构与特定非金融机构为执行主体,在执法实践中完善金融制裁预警机制和

反制裁机制”〔66〕。对于域外送达、取证、金融监管合作中侵犯中国主权和违反中国公共秩序的部

分,中国行政机关有权予以拒绝,〔67〕对于其中可以依据中国法域外适用条款进行处理的金融制

裁争端,可以依法及时处理以增强反制措施的实际效力。

但是,当中国法院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做出的有效裁判、中国金融监管机构拒绝域外金

融监管协作时,需要注意是否可能违反双边司法互助协定或者双边金融监管合作备忘录,以免所

采取的金融制裁反制措施因违反条约义务转化为不法的国际法行为,从而承担不必要的国家

责任。〔68〕

3.司法型反制措施

司法型反制措施具体包括两种制度设计:一是向国际争端解决机构提出申诉,二是将金融

制裁争端诉至美国国内法院。第一种反制方案主要是 “将因美国实施单边金融制裁引发的争端

提交至 WTO争端解决机制裁决”〔69〕,但该方案首先需要考虑金融制裁争端的性质是否适合进

行国际裁判。因为金融争端往往涉及被制裁国的国家金融根本利益,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

被制裁国很容易会因为认定之为 “政治性争端”而不同意接受国际裁判。即使 “政治性争端能

够突破国家同意的过滤网进入国际裁判领域,不得不采用法律方法解决,裁判者亦会参循国际

政治逻辑,审慎司法,以便为日后此类争端的政治解决 (外交解决)留出法律上的空间”〔70〕,

而且裁判者也可能陷入既不能依据 《国家对国家不法行为的责任的条款草案》这一不具有约束

力的国际法进行裁判,又无法寻找到合适的准据法认定单边金融制裁属于国家不法行为的困境

之中。

在第二种方案中,将金融制裁争端诉诸美国国内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美国国内诉讼时,唯一

可以作为诉因的是要求美国法院针对政府金融制裁行为作违宪审查,因为依据 《爱国者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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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62〕,霍政欣文,第189页。
前引 〔42〕,肖永平文,第64页。
前引 〔2〕,刘瑛、黎萌文,第173 174页。
参见前引 〔63〕,李庆明文。
参见前引 〔4〕,ZiaeeS.Yaser文,第38 43页。
前引 〔33〕,葛淼文,第57页。
徐崇利:《国际争端的政治性与法律解决方法》,载 《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2期,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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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条的规定,受制裁方或者受制裁国不被允许向美国财政部申请行政审查或行政复议,也不能

要求法院针对金融制裁进行司法审查,基本没有国内法上的权利救济渠道。〔71〕同时,也很难从

现有的国际法律体系中寻找到关于金融制裁的国际法律救济渠道作为准据法进行裁判。而且,在

美国国内发起跨境诉讼,“司法诉讼的过程过于漫长且成本高昂,加之美国法院近年来倾向于在

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领域对政府决定采取较为宽松的审查态度,这使得利用美国国内法成功寻求

法律救济存在不小的困难”〔72〕。
(二)物理型反制措施

1.持续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具有突破美国对华金融与投资产生的脱钩和封锁作用。在以美元信用和美国消

费市场为基础的美式全球支付体系中,其他经济体的经济发展让美元的购买力更加强大。美国通

过发行国债筹集资金。国际贸易大多以美元计价结算,美元获得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基础在于美

国国家信用体系。如果美国对中国机构在美资产进行征收,将会严重影响美国的国家信用和形

象,动摇美元结算体系,严重危害全球金融和货币体系的稳定。

疫情之后,世界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会更加突出。“美国扩张

美元交易的域外管辖,客观上助推了 ‘去美元化’的趋势,越来越多的贸易主体开始采用人民币

作为跨国结算货币,使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ross-BorderInter-BankPaymentsSystem)进

行清算。”〔73〕在国际金融领域,一方面,凯恩斯体系面临崩溃,但是新的体系又无法建立,全球

货币和金融体系进入新的博弈。另一方面,美国持续推行单边主义、实施金融霸权获得国际经济

利益,对他国实施各种单边制裁,世界进入 “G0时代”,国际合作机制继续失灵。以美元为基础

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松动为中国提供了战略机遇窗口。

加强人民币国际化可以为形成全球储蓄和资本循环系统提供新的机制和公共产品。全球储蓄

者会在美元和欧元利率低位的时候,把钱放在资金池和流动性好的人民币上,人民币债券可以吸

收资金,加速形成主权债务市场。“具体而言,可以在美国次级制裁辐射区域和 ‘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将人民币作为主要硬通货进行建设,汲取美元跨境交易系统以及其他跨境交易系统具有借

鉴价值的制度,发展并完善人民币跨境支付配套制度化与基础设施的建设。”〔74〕

尽管我国在2019年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办理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超过2.73万亿元,同

比增长32%,外汇交易规模达到2042亿元,同比增长43%,但是相较于美元、欧元和港元,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币在我国人民币即期外汇交易中仍然处于很低的比例,2019年和2020年

上半年交易份额分别为0.37%和0.30%。即使在2020年第一季度,全球人民币储备规模达到

2214.8亿美元,创历史最高水平,但是在国际储备总额中的占比仅为2.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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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10〕,徐以升、马鑫书,第72页。
前引 〔53〕,廖诗评文,第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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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41〕,杨永红文,第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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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ncj/2020 08 10/doc-iivhvpwy0131363.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0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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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ross-borderInterbankPaymentSystem,CIPS)作为金融市场基础

设施,由跨境银行间支付清算有限责任公司根据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业务规则》《人民币跨境

支付系统业务操作指引》以及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服务协议》等相关制度规则进行开

发、维护和提供服务,从2014年成立以来,截至目前,CIPS共有33家直接参与者,947家间接

参与者,其中亚洲730家 (含境内420家)、欧洲120家、北美洲26家、大洋洲18家、南美洲

15家、非洲38家。〔76〕“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有8个国家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CIPS覆盖

了60多个国家。〔77〕

目前,利用推动全球金融公共基础设施运行机制完善的契机加速 “去美元化”趋势的实现,

成为被制裁国家反制金融制裁的重要选择,对于CIPS而言更是一个巨大的机遇。一方面,“加快

推进人民币支付清算体系建设,尤其是将与国家安全紧密相关的能源、粮食、矿产、基础原材料

等的经贸交易、支付、清算纳入其中,形成一个完整的支付清算系统”〔78〕;另一方面, “利用

‘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影响力以及原油期货推出的契机,积极推动人民币在跨境交易中作为

结算货币,稳步增加人民币在多币种储备货币中的比重”〔79〕。

不过,对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系统的实际效果仍需要有一个客观而清醒的认识。尽管与欧盟

建立INSTEX贸易结算支持机制相比,中国抓紧完善并推广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系统更具优势

和现实可能性,考虑到人民币占全球央行外汇储备份额仅2%的较低比例以及国际投资者使用人

民币的较低现实需求,CIPS的发展难以一蹴而就,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

(三)话语型反制措施

话语型反制措施是指 “被制裁国家在外交方面积极寻找盟友,加大与欧盟、新兴经济体国家

的合作,以减轻金融制裁的负面影响”〔80〕,主要是通过联合国大会、多方会谈等国际多边平台发

声。话语型反制措施作用有限,会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毕竟 “多数情况下,新兴霸权软权力的

获得不是它自身努力争取到的,而是旧霸权自我败坏而流失掉的,由于霸权惯性的存在,这个过

程可能历时日久”〔81〕。

“长远来看,美国频繁发起金融制裁缺乏广泛的道义认同,使包括美国盟国在内的更多国家

认识到美元秩序的缺陷,推动改善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的积极能量正在聚集。”〔82〕而且支撑金融制

裁的 “法律作为正义工具和掠夺工具之间的张力明显地向后者倾斜”〔83〕,“推动联大宣布美国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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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制裁的非法性是完全可行的,也为中国采取反制美国次级制裁的措施提供合法性”〔84〕,故中国

应积极利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机制与框架,推动国际合作,与受到美国次级制裁影响

的其他国家一起,以集体的力量共同反制次级制裁,增强反制的影响力与实际效果。〔85〕

不过,无话语权的劣势实际上制约了话语型反制措施的批判功能。“在国际政治领域,西方

少数发达国家通过牢牢地把握议程设置和框架建构这两个环节,成功地实现了对广大发展中国家

的话语霸权。”〔86〕国际法上的话语权更是国家权力的具体表现,“在国际斗争中,国际法是国际

行为者自我解释或自我辩护的法律,解释者的立场和权力决定解释的结果及其有效性”〔87〕,关于

金融制裁国际法解释的话语权力不足也是话语型反制措施难以取得实效的重要因素之一。

四、金融制裁非对称反制理论的提出

美国学者从制裁有效性出发,研究制裁失败的原因以强化制裁的有效性。制裁失败的主要原

因是第三方的破坏和搅局,而不是被制裁对象的应对。失败的制裁可以归结为两类。一类是贸易

型制裁破坏,另一类是政治型制裁破坏。前者主要是第三国出于经济利益的原因,与被制裁国进

行贸易和其他经济活动,使得制裁措施失去了效果;后者主要是第三国出于政治考虑,对被制裁

国进行经济援助,破坏了制裁的有效性。〔88〕另有研究认为,被制裁国与制裁国的经济 (贸易)

联系越紧密,制裁越可能失败。〔89〕这些研究的启发性在于,被制裁国对称性应对很难取得效果,

而要使反制措施取得有效性,必须获得第三国的支持。

国际法的本质是建立在国家实力基础之上的规则,并且始终存在着法理层面的主权国家平等

与事实上的不平等悖论,导致上述反制措施在制裁发起国与被制裁国之间实力对比未发生明显变

化时,所能起到的实际作用微乎其微。这启发我们要主动思考如何跳出制裁看制裁,以一种新的

思维方式来探寻金融制裁的反制措施。对于中国而言,美国单边金融制裁的行为意图在于 “削弱

和限制中国在未来技术和经济发展中的潜力,将中国封锁在世界产业链和金融资本链的中低端,

防止对自己地位构成威胁”〔90〕,囿于中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现实地位与美国金融霸权客观存

在,中国要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预防的转变,需要从内部 “存量”和外部 “增量”两个层面系

统构建金融制裁的反制措施。〔91〕

由于金融制裁具有不对称性,金融制裁系统内部的存量反制往往事倍功半,仅能起到部分宣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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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41〕,杨永红文,第176页。
参见前引 〔62〕,霍政欣文,第187页。
袁三标、陈国栋:《西方话语权力生产背后的意识形态逻辑探究》,载 《思想战线》2013年第1期,第119页。
李鸣:《国际法的性质及作用:批判国际法学的反思》,载 《中外法学》2020年第3期,第801页。
SeeBrayanR.Early,BustedSanctions:Explaining WhyEconomicSanctionsFail,StanfordUniversityPress,

2015,pp.57 87.
SeeGaryClydeHufauer,JeffreyJ.Schott,KimberlyAnnElliott,BarbaraOegg,EconomicSanctionsReconsidered,

Peterson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Economics,2009,p.90.
前引 〔29〕,张辉文,第146页。
参见胡海峰、王爱萍: 《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的思路和策略———基于存量改革和增量改革的视角》,载

《天津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



邵 辉 沈 伟:“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非对称性金融制裁反制理论及中美金融脱钩应对

或批判作用,实际实施效果甚至不及于制裁措施。破局的关键在于通过非对称反制化被动为主动。

首先,在反制战略上,从 “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对抗式反制转向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非

对称反制,扬长避短、争取主动;其次,在反制战术上,从以制裁国金融制裁为中心转向以被制裁

国金融创新为中心,其中,金融创新又包括制度层面的金融创新与科技层面的金融创新。

(一)非对称反制理论的形成条件

1.金融霸权双维一体化是非对称反制的社会基础

金融制裁是金融霸权的两种面相之一,金融制裁的反制措施亦需建立在对金融霸权的内部区

分和整体把握之上。金融的本质是价值的时间转移,在价值的跨时空交换之间,金融霸权体现为

两种相异的时空面相,一种是面向过去和他我的金融制裁,另一种则是面向未来和自我的金融创

新。其中,金融制裁是维系金融霸权垄断地位的重要制度保障,金融创新是支撑金融霸权持续发

展的客观基础,金融制裁与金融创新之间既是自我指涉运作的,又呈现出运作封闭与耦合共振的

基本特征,并在金融霸权系统内部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构成金融霸权的两大框架性支柱。

目前,关于金融制裁的反制措施研究仍停留在一阶的反制层面,体现了对抗制下的被动反

制。然而,若双方实力悬殊,那么反制措施反而会使自己陷入更加被动的不利地位。

究其实质,上述对抗制思维衍生出的金融制裁反制措施在逻辑上与金融霸权的双维一体化内

在结构相悖,实质属于在金融制裁单一系统内部的封闭运作环境下所作的隔离式探索,既忽视了

金融制裁作为金融霸权外化的子系统的重要事实,也未注意到金融制裁系统与金融创新系统之间

的耦合共振与依存关系,更没有结合金融制裁反制措施实施的时代背景,反思自身的金融体系改

革,学会主动利用当下金融科技发展给金融创新带来的巨大推动力,将金融创新作为反制金融制

裁的突破口,巧妙通过金融创新带动的增量效应,倒逼金融制裁的 “长臂”向内收缩,压缩金融

脱钩的存在空间。

2.金融创新所具有的相对对称性是非对称反制的理论基础

非对称反制要找准自身比较优势所在,将博弈焦点从不对称性金融制裁转移到具有相对对称

性的金融创新领域上来,形成有利于弱势被制裁方参与的国际金融竞争格局,规避与强大的制裁

发起方在权力话语层面进行直面冲突和对抗,为本国金融实力提升赢得生存空间与时间。

一方面,相对对称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金融制裁的不对称性,使得制裁发起方无法阻挡

被制裁方利用相对优势进行金融创新,最多只能加速自己的金融创新步伐,保持或者扩大与被制

裁方之间的科技代差以维持金融霸权持续存在。

另一方面,弱势参与者要改变不利的竞争地位,发现新的竞争领域和创建新的竞争规则是重

要的途径。〔92〕新的竞争领域和新的竞争规则已经体现在新一代金融科技之中。“当重大的技术革

命发生之后,不仅需要认识它的进步作用,抓住它带来的机遇,同时要充分意识到重大变革会随

之出现,充分估计震动性影响和挑战”〔93〕,尤其是 “人工智能导致的生产本地化和生产智能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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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元志、华斌:《非对称创新战略的内涵实质与理论诠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创新思想探

析》,载 《海派经济学》2018年第3期。
刘鹤:《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载 《管理世界》2013年第3期,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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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会引发传统的世界体系分工发生逆转”〔94〕。

(二)非对称反制的主要内容

根据系统的开放性原理,我们尝试提出非对称反制理论,探索将传统反制措施的关注焦点转

移到被制裁国的金融创新层面的实践方案,超越金融制裁话语体系构建非对称反制措施的核心理

论逻辑,当然,“开放性只有在自成一体性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95〕,“非对称反制”同样需要建

立自成一体且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

1.非对称反制要树立 “主体间性”对话的金融主体意识

非对称反制的核心要义即在于被制裁方在主体意识的驱动下主动 “跳出制裁看制裁”,不再

被动地根据金融制裁发起国制裁措施的变化制定反制措施,将反制重心转移到提升被制裁国自身

金融能力体系上来。被制裁方虽然在金融制裁话语空间体系内处处被动,但并不意味着毫无比较

优势可言,例如,中国在金融科技领域的市场、资本、人才、战略、制度等方面即具有相对优

势,只是这种优势需要我们跳出制裁话语的窠臼才能清晰地看到。

如果我们能够超越、跳出金融制裁的自循环权力系统,“重新思考法律及其未来走向而非在

西方现代性话语支配下简单地鼓吹对其进行 ‘接轨式’的重构”或对抗式的抵制,〔96〕“确立可堪

与西方文明平等对话的真正意义的主体性”〔97〕,才能真正拥有与金融制裁发起国进行 “主体间

性”对话的主体资格,才能主动构建中国国家金融目标和金融能力体系,真正消解金融霸权,从

根本上破解金融制裁的现实威胁。

2.非对称反制要实现金融制度和金融科技两个层面的金融创新

对中国这样一个金融尚未实现完全开放的转型发展中大国而言,金融制裁的最危险之处莫过

于使中国被动陷入金融封锁的孤立状态。

目前,由于中国的金融体系仍依赖于美元以及美国主导的跨境支付体系,“在美国通过美元

交易扩大域外管辖的背景下,中国已有多家银行受到美国制裁,相关银行的利益遭受巨大损

失”〔98〕,而且,随着美国参议院近期通过的 《控股外国公司问责法》(HoldingForeign

CompaniesAccountableAct)的实施,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若无法满足审计要求,将面临被禁止

在美国全国性交易所交易的退市风险。所以,非对称反制为了回应上述问题,要从金融制度和金

融科技两个层面实现金融创新。

首先,要立足于金融对外开放的金融制度创新实践。“尽管金融工具在等级制的运转中发挥

着作用,但是我们不能由此断定这些工具是造成社会等级分化的原因。”〔99〕如果我们能够对金融

的本质和金融工具有足够了解和充分运用,“同一批金融工具可以帮助人们从任何一种等级制平

衡关系中挣脱出来”〔100〕。通过扩大金融开放,引入新的金融工具和跨境资本流入,可以增强中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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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奇琦:《人工智能时代发展中国家的 “边缘化风险”与中国使命》,载 《国际观察》2018年第4期,第38页。
〔德〕卢曼:《社会的法律》,郑伊倩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6页。
参见前引 〔46〕,魏磊杰文。
前引 〔46〕,魏磊杰文,第105页。
前引 〔43〕,石佳友、刘连炻文,第25页。
〔美〕罗伯特·席勒:《金融与好的社会》,束宇译,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339页。
前引 〔99〕,罗伯特·席勒书,第3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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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金融领域的相互依赖性,“延缓人民币与美元的战略对抗性,强化其基于市场选择和货币功

能的互补与合作”〔101〕,有利于规避中美的不对称金融竞争,为中国金融整体实力的提升争取尽量

长期的战略空间。

其次,要借助金融科技实现金融创新、借助金融科技助推金融开放。“科技不仅是科技,还

是重要的权力,科技与法律的结合,导致强者恒强”〔102〕。目前,美国对外单边金融制裁与贸易制

裁和技术制裁手段的联合趋势日益明显,一是进口限制和金融制裁相结合,二是利用金融科技手

段和金融制裁相结合的方式提升制裁功效。〔103〕相应地,金融制裁反制措施急需充分利用金融科

技在金融制裁中的相对对称性优势,实现金融制裁反制措施。

3.非对称反制要通过金融创新将比较优势转化为非对称反制能力

非对称反制的通俗解读即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目的是要掌握主动权,〔104〕聚焦自身问题

的解决,因为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是我们应对外部巨大冲击,实现

我国和平崛起的根本之策”〔105〕。例如,面对美国实施的不对称单边金融制裁,中国可转而通过货

物贸易领域的反制达到一定的反制效果。〔106〕

非对称反制战略能否成功实施将取决于被制裁方的金融创新战略和政策、金融创新制度体系

以及金融创新能力建设,因为被制裁方的非对称资源本身并不能自动生成竞争优势,而是需要通

过积极的金融创新能力建设才能真正转化为反制金融制裁的金融实力,才能掌握新的金融标准设

定、规则制定和话语构建,才能将金融制裁的互斥性转化为金融创新的包容性,“中美相容性国

际金融制度竞争将有利于国际金融体系的良性治理,而中美互斥性国际金融制度竞争将造成国际

金融治理的失效”〔107〕。
(三)非对称反制的实现路径———金融创新

美国单边金融制裁措施的有效实施,最终将取决于全球金融、监管和外交等多元生态体系的

共同作用。〔108〕因为制裁有时候也会失败,主要是由于制裁发起国在与受制裁国的全面关系中拥

有交叉利益和相互矛盾的目标。〔109〕故探索非对称反制的实现路径,需要研究和制定拆解中美金

融矛盾和问题的清单,利用创新所具有的相对对称性在弱化金融制裁不对称性的同时增加中美金

融产业的关联度,打造中美金融命运共同体,将传统金融制裁系统的内部反制转化为多领域的金

融创新,主要包括金融制度创新、金融科技创新和金融话语创新,从而跳出金融制裁不对称性与

经济问题政治化的窠臼。

1.制度型反制措施创新———完善对外开放基础性金融制度

在美元支撑的全球金融贸易体系中,金融制裁系美国国内现实政治力量分化对比的客观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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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发林:“中美金融竞争的维度与管控”,载 《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3期,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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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是美国国内对华态度存在 “脱钩论”与 “有限接触论”两个方向上推动力的分别反映。金融

制裁的最大威力在于通过 “封闭一国贸易结算通道”来制裁银行系统。〔110〕对被制裁国而言的最

大风险即形成全面的金融封锁态势。所以,反制美国金融制裁的根本之策在于通过提高综合国

力、扩大对外开放,深化与美国的经济和贸易往来,增强与美国的相互制约能力,打破金融封锁

的现实威胁。〔111〕在金融扩大开放的背景下,就是要不断增加中国与美国和欧洲国家之间的双向

经贸联系和金融联系,加快形成中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系统性重要金融国家地位,迫使美国难

以取得国内金融集团支持以及欧盟国家对切断SWIFT系统的同意。目前,中国的金融服务市场

规模达到47万亿美元。中国继续扩大对外开放金融市场,美国和其他外国金融机构继续投资中

国的金融市场,在中国经营的外资控股或独资的金融机构数量在不断增加。与金融对外开放实践

不一致的是,金融基础制度尤其是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并未能及时跟进,特别是在当下面临美国

单边金融制裁的重要时期,中国更应该持续 “深化经济金融体制和机制改革,进一步深化金融开

放,完善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与国债收益率曲线建设,提升内部金融体系的韧性和弹

性”〔112〕,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会计审查制度等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构建与未来资本账户开放相

适应的跨境资本流动税制度和跨境资本流动国际监管合作制度等。

2.物理型反制措施创新———利用数字货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利用数字货币,抓住有利时机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减小人民币国际化的外部压力,建设跨境

支付清算体系,是物理型反制措施创新的重要思路。目前,人民币国际化在数字货币金融科技的

助力下积极推进。2020年5月11日,中国最大的钢铁集团中国宝武宣布,与澳大利亚力拓集团

完成首单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的人民币跨境结算,总金额一亿元;而2020年1月和4月其已分

别与巴西淡水河谷、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完成首单人民币跨境结算。至此,宝武与全球三大铁矿石

供应商之间实现了铁矿石交易的人民币跨境结算。〔113〕

去中心化货币的不可稀释属性会加速减少人们对法定政治货币的依赖,去中心化金融会成为

取代传统金融的全球替代品,对边缘性货币和中小国家的货币产生侵蚀性的影响。央行数字货币

本质上是现金的数字化和代币化。数字化的银行存款和银行账户绑定,数字化的货币不与银行账

户相关,只和区块链上的一个地址相关,对银行存款有天然的替代性。在主权信用货币时代,人

民币难以与美元竞争。在数字货币时代,央行数字货币使得央行可以通过全新方式管理流动性。

根据美国数字美元基金会于2020年5月发布的 《数字美元计划———探索美国版央行数字货

币》白皮书,美国也会推出自己的数字货币,因为数字美元是可以增强美元地位的基础要素,维

护美国国家利益。〔114〕根据国际清算银行2019年的调查,超过80%的央行表示有设立相关央行

数字货币项目。其他国家也已经开始注重投入开发区块链技术和发展数字货币,进而期望破除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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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111〕
〔112〕
〔113〕

〔114〕

参见马鑫、许钊颖:《美国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载 《美国研究》2015年第5期。
参见米晓文:《美国金融制裁处罚机制研究与启示》,载 《财政科学》2019年第6期。
前引 〔18〕,郑联盛文,第143页。
参见新浪新闻中心:《中国宝武与全球三大铁矿石供应商均实现以人民币结算》,载https://news.sina.com.cn/c/zj/

2020 05 13/doc-iirczymk1229471.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0年5月13日。
SeeDigitalDollarFoundation,TheDigitalDollarProject:ExploringaUSCBDC,Accenture,May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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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全球金融跨境支付结算体系中的主导地位。〔115〕

中国可以参照Libra锚定一揽子储备货币的方式和SDR的定值方式,以人民币和美元作为货

币篮,确定价值锚。这样央行就可以成为第二个提供美元支付手段的央行,美元储备的规模就成

为央行数字货币的发行上限。这一安排既可以避免与美元市场 “脱钩”,又可以为央行数字货币

提供兑付保证和信用基础。在数字货币时代,主要经济体之间通过区块链或者加密货币等金融科

技手段完成交易支付会是一种新的选项。而且,通过 “探索利用区块链等技术建立全新的非美元

货币支付结算系统,可以逐步减少对美元体系的不对称依赖”〔116〕,从而利用金融科技蕴含的非对

称竞争力量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3.话语型反制措施创新

话语与实力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相关性。话语的塑造是一个通过制度机制的主动参与、构建和

引领的复杂过程,需要经由金融话语权生成的制度化机制逐渐形成。通过目前金融制裁的高频使

用可以看出,中美之间并未出现金融话语权力转移的趋势或可能,中国虽有意愿但尚未有足够能

力成为全球金融话语和全球金融治理的实践 “引领者”,故中国未来任务仍在于自身金融和经济

实力的增长,在于通过双边和多边货币合作制度化机制、金融科技标准国际化机制等综合方案系

统生成自己的金融话语权。

第一,完善以双边货币互助协定为主的双边货币合作制度化机制。中国在过去十年间签订的

人民币互换协定形成了 “货币互换圈”,〔117〕规模为4860.04亿美元。根据SWIFT的数据,在主

要货币的支付价值排名中,前三位的是美元、欧元和英镑,分别是40.88%、32.91%和5.75%,

人民币排名第九;在国际支付份额中,人民币排名维持在全球第六;人民币支付金额排在全球第

八。〔118〕“中国国际货币地位的提升除了需要夯实经济基础之外,还需要不断加强国际政治领导

力,并在此基础上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区域货币合作。”〔119〕中国与被美国制裁的其他许多国家存在

共同利益,可以而且应该通过合作抵消金融制裁的消极作用。〔120〕中国可以继续扩大与周边国家

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范围,借助数字货币,制定区域货币合作协定,通过双边货币互换协议

巩固与周边国家的金融利益共同体,降低、弱化和消解可能的不利地缘政治格局。

第二,为了 “持续推进金融业信息技术创新应用标准的国际化,中国应当积极参与国际标准

制定,推动国内优秀行业标准转换为国际标准,促进我国金融科技创新全球化发展。”“中国应该

立足于国家金融安全需要,想办法实质性地参与到资本市场会计、审计、独立性准则等金融技术

规范的起草、制定、磋商和评估中,要从一般成员方逐步向实施组织和协调的角色转变”〔121〕,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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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36〕,刘威文。
前引 〔82〕,郑金宇文,第98页。
俄罗斯也与其他国家签订货币互换协议,在2015年4月启用新的国家支付系统,将通过VISA和万事达卡交易的银

行全部过渡到国家支付系统。
据IMF数据,截至2019年第三季度,已分配的外汇储备份额中,美元占61.55%、欧元占20.07%、英镑占4.5%、

日元占5.62%,而人民币占2.01%。根据SWIFT数据,截至2020年3月底,人民币是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占全球所有货币

支付金额比重的1.85%,离岸市场75%的收付发生在香港。
前引 〔14〕,李巍文,第97页。
参见前引 〔63〕,李庆明文。
杨松:《全球金融治理中制度性话语权的建构》,载 《当代法学》2017年第6期,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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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对外输出我国金融科技发展催生的技术、标准、产品和服务等,
探索双边、多边的示范性项目合作,不断完善金融科技全球治理体系。〔122〕

第三,建立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评级机构及金融话语机构国际化机制。允许外资评级机构在

华开展信用评级业务。

五、结 语

从理性反思金融制裁系统内部的被动反制,到结合中国金融发展实际,建构超越被动反制的非

对称反制,再到被动反制与主动反制相融合,共同应对金融制裁的现实威胁,中国金融制裁反制措

施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国内反制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反制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层次清晰、逻

辑完整的系统方案,实现了从对称性反制到非对称性反制的金融制裁反制措施的理论创新。
同时,本文仅从金融制裁的不对称性出发,分析和审视了关于金融制裁反制措施在国家层面

的研究成果,尚从企业和个人层面分析不对称性的影响及其具体对策,实际上,企业和个人可以

利用离岸金融中心开展离岸金融业务、围栏 (Ring-fencing)隔离高风险业务等手段规避金融制

裁的不对称性,这也是非对称反制在企业层面的具体应用,将在下一阶段的研究中继续推进。

Abstract:Countermeasurestofinancialsanctionsincludetwotypes.Oneisbasedonthecounter-
measureswithinthefinancialsanctionssystem,andtheotheristheexternalcountermeasures
beyondfinancialsanctions.Duetotheasymmetryoffinancialsanctions,passivecountermeasures
oftengethalftheresultwithdoubletheeffort,andcanonlyplaysomedeclaratoryordeterrent
function.Asamatteroffact,itspracticaleffectisfarweakerthanthesanctionsthemselves.
Facingfinancialhegemonieswithcompletelyunequalstrengths,thesanctionedcountriesonthe
weakersidearenotequippedwithnosolutions.Thekeyofbreakingthesituationliesinbuilding
an“asymmetriccountermeasure”system,usingrelativelysymmetricfinancialinnovationsand
financialpractices,activelyjumpingoutoftheself-circulationlogicofself-referentialclosedoper-
ationofthefinancialsanctionssystem.Throughinstitutionalcountermeasurestoimprovethe
opennessoffinancialsystem,throughphysicalcountermeasurestopromotetherenminbiinterna-
tionalization,throughtheinnovationofdiscourse-basedcountermeasurestoestablishinstitutional
discoursepoweringlobalfinancialgovernance,thesanctionedcountrymayforcethe“longarm”

offinancialsanctionstoshrinkinward,finallytoweakenanddealwiththepotentialthreatof
financialsanctions.
KeyWords:financialsanctions,countermeasures,asymmetry,asymmetric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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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参见中国人民银行印发的 《金融科技 (FinTech)发展规划 (2019—2021年)》(银发 〔2019〕209号)。


